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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

	 本研究旨在探讨人工智能（AI）的使用如何影响员工的开发式创新和探索式创新，并进一

步分析愉悦情绪在其中的中介作用。基于认知评价理论和情感信息理论，本研究提出人工智能的

使用能够提高员工的工作效率从而引起员工的积极评价，促进愉悦情绪，但是这种情绪可能会

使员工对人工智能产生依赖，不利于双元创新的发展。通过对企业员工的问卷调查与实证分析  

结果表明 AI 技术的使用对开发式创新和探索式创新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然而，通过愉悦情绪

对开发式创新的负向影响不显著，但对探索式创新的负向影响显著。研究表明，AI 技术有助于

提升员工双元创新能力，但其带来的愉悦情绪可能降低员工的探索意愿。因此，企业应优化 AI

赋能机制，增强员工的探索式创新动机，以充分发挥 AI 的双元创新促进作用。本研究不仅拓

展了认知评价理论在创新领域的适用范围，也为情感信息理论关于情绪对信息加工风格的情境

依赖性与适应性功能提供了实证支持，挑战了积极情绪必然带来正向作用的传统认知，为后续

探讨情绪的多样性功能提供了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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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aims to explore how the usag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affects employees’ exploitative  

and exploratory innovations, and further analyze the mediating role of positive emotions in this process. 

Based on the cognitive appraisal theory and the feelings-as-information theory, the study proposes that 

AI usage can enhance employees’ work efficiency, leading to positive evaluations and promoting positive 

emotions. However, these emotions may result in employees’ dependency on AI, which could hinder the 

development of dual innovation. Through a questionnaire survey and empirical analysis of employees 

in enterprises,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use of AI technology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both 

exploitative and exploratory innovations. However, while the negative impact of positive emotions on 

exploitative innovation is not significant, it has a significant negative impact on exploratory innovation. 

The study suggests that AI technology contributes to the enhancement of employees’ dual innovation 

capabilities, but the positive emotions it induces may reduce employees’ willingness to explore. Therefore, 

enterprises should optimize AI empowerment mechanisms and strengthen employees’ motivation for 

exploratory innovation to fully leverage AI’s potential in promoting dual innovation. This study extends  

the application of the cognitive appraisal theory to the domain of innovation and provides empirical 

evidence for the context-dependent and adaptive functions of emotions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the 

feelings-as-information theory. It challenges the conventional view that positive emotions always produce 

favorable outcomes and lays a theoretical foundation for future exploration of the multifaceted roles of 

emotions.

Keywords: AI Usage, Joy, Exploitative Innovation, Exploratory Innovation

引言引言

	 研究背景	 研究背景

	 创新是企业打造核心竞争力的关键决定因素，然而，传统的创新研究未对创新的程度进

行明确要求，改进现有流程与产生全新技术都被视为创新的实现形式，无法解释小适应和重大

突破的差异 (Halinski et al., 2025)。鉴于此，学者们在组织环境中提出了双元创新的概念，将创 

新分为开发式创新和探索式创新两个维度。其中，开发式创新是指利用已有的知识、技术等资

源对业务流程和产品质量进行升级和改进，探索式创新是指对新知识、新技术的探索，实现原

创技术和关键核心技术的突破 (Koryak et al., 2018)。企业开展双元创新活动既可以实现短期收

益又可以保证企业的可持续发展，保持双元性是新时代下的企业创新战略的选择。员工作为企

业发展的基石，对个体层面探索和开发的追求被认为是实现组织层面双元性的关键微观基础  

(Mom et al., 2019)，能够自下而上地实现组织的双元创新 (Boemelburg et al.,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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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此同时，人工智能通过机器学习和数据分析等先进技术，推动了技术的变革、产业的

升级和市场需求的变动，导致了产品市场生命周期的不断缩短，加速了创新的周期，使得全球

竞争格局更为激烈、商业环境更加不确定性 (Borges et al., 2021)。在此背景下，如何充分利用

人工智能推动企业的双元创新成为企业取得关键核心技术突破、实现有效实现企业转型升级以

及适应不断变化的战略要求。

	 然而，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在企业各个领域的不断渗透，人机协作成为新的组织模式，员工 

对人工智能的态度也从初期的怀疑、抗拒向积极乐观转变，逐渐将其视为增强自身工作能力和

扩展身份的工具 (Eshraghian et al., 2025)。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人工智能能够通过利用个性化

数据、深度学习、自然语言处理和机器学习等技术，提高员工的工作效率，使其能够释放出更

多的时间和精力用于创新和核心业务，为员工的双元创新提供了必要的认知和资源支持。但是  

这种技术赋能的同时，也带来了新的挑战，研究发现员工越来越依赖于人工智能进行日常

工作任务 (Tang et al., 2023; Kanbach et al., 2024)，过度依赖可能限制员工的独立性和创造性  

(Fügener et al., 2021)，从而抑制双元创新的实现。研究表明，对大规模语言模型获取信息的过

度依赖可能减少员工对开放知识共享平台的参与，从而降低新知识和创意的产生 (Burton et al., 

2024)。这表明，人工智能在工作场所的使用既可能成为员工创新的驱动力，也可能因其强大的

辅助能力导致创新惰性，对双元创新产生负向影响。

	 综上，人工智能在工作场所的使用对员工双元创新的影响既存在积极的作用也存在消极的

作用。然而，当前的研究并未对此进行系统的阐述，特别是当员工逐步适应并积极适应接受该

技术后，其对人工智能的使用究竟是强化了创新能力，还是加深了对技术的依赖，并未得到充

分探讨。因此，本研究整合了认知评价理论和情感信息理论，以愉悦（JOY）情绪为中介变量

进行分析。认知评价理论 (Lazarus, 1991) 认为，员工对人工智能的积极认知评价会使员工产生

愉悦情绪，从而进一步影响个体的行为倾向。情感信息理论 (Frijda, 1993) 进一步指出，愉悦不

仅是员工对人工智能认知评价的结果，也是作为信息来源影响个体的创新决策，其中，积极情

绪通常与“自上而下”处理方式相关，这种方式依赖于已有的知识结构和经验，唤起一种轻松  

有趣的任务方式，往往暗示不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从而对开发式创新产生积极影响，但是抑

制探索式创新的发展。

研究目的研究目的

	 本研究中人工智能在工作场所的广泛使用改变了员工的工作模式和工作内容，因此  

人工智能使用作为情境事件与员工的目标息息相关。当员工将人工智能使用视为有助于自身实

现目标时，会使员工产生积极的情绪，但是当员工认为人工智能使用影响自身岗位安全问题时  

消极情绪会产生。不同情绪的产生会对员工产生不同的创新倾向，从而影响员工的双元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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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本文基于认知——情绪路径模型，探讨人工智能技术如何通过愉悦情绪影响员工的开发

式创新和探索式创新。通过这一研究框架，旨在厘清人工智能技术使用在员工双元创新中的作

用机制，并提供更系统的理论支持，以帮助企业更有效地利用人工智能技术促进员工的双元创

新能力。

文献综述文献综述

	 认知评价理论	 认知评价理论

	 根据 Lazarus (1991) 的认知评价理论，情绪的生成包括两类关键评价：初级评价和次级评价  

在初级评价阶段，个体首先判断情境与自身目标的关联性及重要性，如果情境有利于目标实现  

则引发积极情绪，若与目标冲突，则引发消极情绪。在次级评估阶段，个体针对情境对自我

身份、道德价值或其他个人目标的影响，引发不同类型的特定情绪，从而影响情绪的强度和

持续性，由责任归因、应对潜力和未来期望三部分组成。其中责任归因是评估事件的责任或

功劳归属于谁，应对潜力是评估个体是否有能力改变情境，未来期望是评估情境是否会改善

或恶化，影响情绪的持续性和强度，对未来持乐观预期可缓解消极情绪，对未来发展感到不

确定或悲观可能加剧情绪负面效应 (Smith & Lazarus, 1993)。人工智能的使用改变了员工的

工作方式、职业路径和技能要求。人工智能既能提高工作效率 (Jia et al., 2024)，也可能带来

身份威胁、信息过载、隐私安全等问题 (Luo et al., 2021)，这些情境与员工的目标密切相关  

因此员工情绪的产生受到其对技术引入的不同评价影响。愉悦情绪来源于员工对人工智能与自

我目标一致的积极评估，并且，当员工认为人工智能是推动成就的重要工具，并相信自己能通

过学习新技术应对挑战时，这种愉悦情绪会持续和加强。认知评价理论还指出，情绪的多维度

评估机制（如愉悦性、控制感）解释了不同情绪在决策情境中所产生的差异化的思维方式和行

为倾向 (So et al., 2015)。

	 情感信息理论情感信息理论

	 情感信息理论主张情绪不仅仅是主观体验，更是判断和决策中的重要信息来源 (Schwarz, 

2012)。该理论认为积极情绪传达出当前情境“良好”的信号，通常与“自上而下”处理方式相关  

依赖已有的知识结构和经验，更加宽松、不拘小节，因此有助于创造性思维和创新。然而  

这种方式可能导致忽略细节和过度依赖既有的知识。相比之下，消极情绪则传递出“潜在威胁  

的信号，促使个体采取“自下而上”的处理方式，更关注当前信息的细节与精确性。这种处理

方式有助于系统化的思维和审慎的决策，以应对潜在的风险。Isbell et al. (2013) 进一步指出情绪

对信息加工风格的影响并非固定，而是取决于当前的认知倾向和情绪线索所传递的信息，即同 

一种情绪（如愉悦）在不同情境中发挥不同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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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假设	 研究假设

	 现有研究从多种视角分析了人工智能对创新的影响，但大多集中于单一维度变量的创新研究  

缺乏对探索式与开发式创新的综合分析。例如，人工智能能够提高员工的工作效率，使其专注于

更高层次问题的解决，且人工智能支持的工作自主性和复杂性的特征也能提升员工的创新能力  

(Jia et al., 2024)。但是，人工智能日益复杂性化可能导致员工难以解释其决策结果，高工作技能

要求与复杂问题可能引发员工（尤其是低技能的员工）的挫败感，从而抑制其创新能力 (Verma 

& Singh, 2022)。可见，人工智能在促进员工创新方面既具有潜力，也存在局限性。然而，不同

程度的创新所需的认知和资源是不同的，且单一维度的创新不能解释小适应和重大突破之间的

差异。因此，区分人工智能在不同维度的创新路径及影响机制是必要的。尽管少数学者从技术

角度出发，探讨了人工智能整合能力优化现有知识组合以促进开发式创新，但在全新创新生成

方面表现有限 (Lee & Chung, 2024)。因此，本研究基于认知评价理论和情感信息理论探讨愉悦

在人工智能使用对员工开发式创新和探索式创新的中介作用。

	 人工智能使用对员工双元创新的影响人工智能使用对员工双元创新的影响

	 员工双元创新是指员工在其工作角色中将利用既有能力资源与探索新能力领域相结合的

行为表现，包括开发式创新和探索式创新两个维度 (Mom et al., 2019)。开发式创新聚焦于现有

资源的开发和现有程序的优化和改进，致力于现有工作任务效率的提升，实现的难度和风险相

对较小，对知识结构的要求相对较低 (Boemelburg et al., 2023)。人工智能技术的使用能够帮助

员工有效地塑造流程，并提高个人绩效 (Tang et al., 2023)，为员工的开发式创新提供了时间  

知识、技术等资源支持。

	 探索式创新代表着一种对资源要求很高的努力，与开发式创新不同，需要员工在创新

过程的每个阶段投入大量资源，但能够收获更大的收益，有利于长期目标的实现 (Boemelburg  

et al., 2023)。人工智能技术依托其庞大的数据池和跨领域知识储备、先进的算法以及强大的

技术能力，成为辅助人类完成重要复杂工作任务的“身份拓展工具”(Eshraghian et al., 2025)  

形成一种新的人类与机器互惠的人机协作模式 (Te’eni et al., 2023)，使得员工可以在这种互惠关

系中，提升工作效率，并且能为员工提供新的分析洞察力，扩展员工的专业专长，释放出员工

的创造力和决策能力 (Kanbach et al., 2024)。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1a：人工智能使用正向影响员工开发式创新

	 H1b：人工智能使用正向影响员工探索式创新

	 人工智能使用对愉悦的影响人工智能使用对愉悦的影响

	 愉悦是一种复杂的积极情绪状态，涉及安全感、自由感和轻松感，是个体对情境事件的初

级评估，通过个体对当前经历与自身身份、价值观之间的“恰到好处的契合”的感知而产生的  

源于目标的一致性的评价，常激励个体进一步追求与目标一致的情境或体验 (Tan & Titova,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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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认知评价理论，初评阶段，人工智能在员工工作任务中的高效性增强了员工对工作的掌控感

和成就感，被认为是推动目标达成的重要工具，从而使员工产生愉悦情绪 (Lazarus, 1991)。次评

阶段，员工的愉悦情绪源于个体在使用人工智能时感到目标达成或成就感，员工会将成功的结果

归于自己对人工智能的使用，愉悦的强度会增加。并且，频繁使用增强型人工智能能够促进员工

的知识获取和任务表现 (Shao et al., 2024)，让员工在挑战的工作中体验到掌握新技术带来的成就

感和兴奋感，带来更强的愉悦感 (Verma & Singh, 2022)。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2：人工智能使用正向影响员工愉悦情绪

	 愉悦对双元创新的影响愉悦对双元创新的影响

	 员工的双元创新可以分为开发式创新和探索式创新，二者在需求和动机上存在着显著的

差异。开发式创新侧重于对现有资源的深化利用和对现有程序的优化和改进，旨在提升现有的

工作效率 (Mom et al., 2019)。这类创新通常伴随着较低的实施难度和风险，对员工的知识结构

要求相对较低，主要受到外部动机的驱动 (Boemelburg et al., 2023)。

	 基于认知评价理论和情感信息理论，员工的愉悦感知来自于人工智能的使用使其预期的

任务结果得以实现或正朝着目标顺利推进。这种愉悦的体验唤起了员工轻松、有趣的工作态度  

暗示当前情境可以依赖直觉和经验进行分析处理 (Tan & Titova, 2024)。这种分析方式依赖于已

有的知识和经验，使员工倾向于通过类比和联想整合跨领域信息，识别更多解决问题的潜在 

方案，从而优化现有的工作流程 (Forgas & George, 2001)。然而，愉悦对信息加工的处理方式不

是固定的，还取决于该情绪线索所传递的信息 (Isbell et al., 2013)。人工智能能够通过庞大的知 

识库，对特定领域的深层次理解和知识整合，对现有的资源进行优化，并且能够通过数据分析  

模式识别和自动化，执行复杂任务 (Davenport et al., 2020)，不仅自动执行了优化工作流程的开

发式创新任务，甚至在增量创意生成方面也展现出巨大的潜力 (Lee & Chung, 2024)。在人工智

能使用情境下，愉悦唤起了员工更为轻松的任务目标感知以及算法欣赏，暗示不需要付出过多

的努力且只要使用人工智能就能提高效率。然而，研究表明，对人工智能的过度依赖会限制员

工的独立性和创造性 (Lebovitz et al., 2021)，从而抑制员工的开发式创新。

	 另一方面，探索式创新则关注新想法、新产品和新服务的产生，强调对现有管理和知

识边界的突破，其实现过程通常面临着更高的难度和风险，需要员工投入更多的认知和资源  

(Mom et al., 2019)。然而，愉悦向员工传递了当前任务情境是安全且轻松的信号，暗示不需要通

过付出过多的努力就能达成目标，从而降低了员工对现有路径的质疑与突破，使员工过度依赖既

有资源和知识框架，进而抑制其对新想法和未知领域的探索 (Schwarz, 2012)。尽管部分学者提出

愉悦能够通过拓展思维和行为模式，促进其对新知识的获取 (Johnson, 2020)，但是这种积极的作

用大多发生在个体面临目标实现变得困难的情境中。在此背景下，愉悦能够通过增强员工面对未

来障碍时的心理韧性，激励个体坚持长期目标的动力 (King, 2020)。然而，人工智能不仅能够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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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执行标准化任务，还能够通过模拟人类的认知功能，执行需要人类判断的复杂任务 (Davenport 

et al., 2020)，往往进一步加深了体验愉悦的员工对目标任务轻松性的认知，从而降低其对探索新

方法与主动学习新知识的需求，抑制探索式创新的产生。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3a：愉悦负向影响员工开发式创新

	 H3b：愉悦负向影响员工探索式创新

	 愉悦的中介作用愉悦的中介作用

	 根据认知评价理论，愉悦产生于员工对人工智能使用的目标一致性的认知评价。由于人工

智能的使用能够有效地提高员工的工作效率并辅助员工完成复杂性任务，使员工产生“恰到好处

的契合感 。体验愉悦情绪的员工进一步激励其追求与目标一致的情境或情感体验 (Tan & Titova, 

2024)。当人工智能优化了员工的工作流程并降低工作复杂度时，有效减轻了员工的认知负担  

(Jia et al., 2024)，进一步唤起其轻松、有趣、安全、自由的任务感知 (Tan & Titova, 2024)，使员

工认为不需要付出过多的努力就能达到优化流程、提高工作绩效的目标。 根据情感信息理论  

愉悦的情绪通常会促进员工“自上而下”的信息处理方式，这种加工依赖于个体已有的知识结

构和先前经验，从而抑制员工的创新意愿和创新思维。人工智能的功能性特征能够自动完成深

度优化的工作，逐渐成为员工的身份拓展的工具，使其越来越依赖于使用人工智能快速完成工

作任务 (Eshraghian et al., 2025) 从而抑制了员工了创新意愿，不利于开发式创新。

	 另一方面，相比于开发式创新，探索式创新关注的是新知识和技术的开发，具有高风险

和收益高不确定的特点，需要员工投入更多的认知和资源 (Mom et al., 2019)。在人工智能技

术的使用情境下，员工因人工智能带来的便利性和高效性体验到较高的愉悦感，这种愉悦的情

绪可能削弱员工对新知识和技能的吸收意愿，抑制在探索式创新中对不确定性的尝试和突破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4a：人工智能使用通过愉悦负向影响员工开发式创新

	 H4b：人工智能使用通过愉悦负向影响员工探索式创新

	 综合上述研究假设，得出本研究的理论模型，见图 1。

图图 1 研究框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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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法研究方法

	 样本选取及数据	 样本选取及数据

	 本研究采用的是便利抽样的方法，通过问卷调查收集数据，以中国使用人工智能技术辅

助工作的企业员工，尤其是从事广告创意、设计、动画制作等需要高水平创意和创新的职业作

的群体作为研究对象，通过问卷星平台的大样本池进行问卷发布和数据收集。问卷星作为中国

领先的在线问卷调查平台，具备丰富的样本资源与强大的数据收集能力，其样本池覆盖多个行

业与岗位，尤其是创新型和技术密集型工作领域。问卷均以匿名的形式填写，数据收集从 2024

年 6 月 18 日至 2024 年 11 月 8 日，共回收 560 份问卷，剔除了不符合研究条件的问卷（如时间

短于 3 分钟或长于 25 分钟 ，最终保留了 467 份有效问卷，有效率为 83.39%，为后续的分析提

供可靠的数据基础。

	 有效样本中，男女比例较为均衡（男性 48.2%，女性 51.8% ；90 后和 80 后占 76.6%  

说明被试者主要是企业的中坚力量；大专及以上学历占 95.5%，整体受教育水平较高；工作经

验普遍在 2 年以上，具备对自身能力的清晰认知。行业分布广泛，基层员工占 61.5%，高层管

理者仅 2.6%，符合人工智能技术在基层及中层岗位的渗透趋势。AI 技术使用频率较高，每日

使用时长少于 1 小时者仅 9.2%，增强了研究的相关性。

	 测量工具测量工具

	 本研究根据反向翻译原则对参考的英文量表进行翻译，再根据本研究的应用情境和研究

目的进行修改后，形成本问卷的量表题项。具体而言，作者邀请了两名有欧美留学经历的管理

学博士将英文题项翻译成中文，再邀请另两名中国管理学博士把之前翻译好的中文再译回英文  

然后将两个翻译版本进行对比，对差异内容进行讨论和修改。通过多次重复的“翻译——回译  

使中英文版本的内容表述一致，从而获得本研究变量的初始中文题项，过程中邀请专家学者进

行指导。相关变量的题项共计 24 题，题项总量适中。各量表均采用 Likert 五点积分。

	 人工智能使用参考 Tang et al. (2022) 的量表内容，包括“我使用人工智能技术来完成大部

分的工作任务”等 3 个题项。愉悦参考 Sun et al. (2022) 借鉴的 Watson 和 Clark (1994) 开发的 

量表，包括“人工智能的使用让我感到高兴 “当人工智能能够有效辅助我完成工作任务时  

我感到欣喜”等 7 个题项。双元创新包括开发式创新和探索式创新两个维度，本文借鉴 Mom  

et al. (2009) 开发的量表，其中，开发式创新包括“我参与自己积累了丰富经验的工作”等 7  

个题项，探索式创新包括“我在寻找新的服务、产品、流程或市场的可能性”等 7 个题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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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结果研究结果

	 信效度分析	 信效度分析

	 本研究对量表的信度 α 值进行检验，结果显示，人工智能使用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688，接近于 0.7，由于题项较少，是可以接受的 (Tavakol & Dennick, 2011)。愉悦、开发式创新

和探索式创新的 Cronbach’s α 分别为 0.917、0.907、0.836，均大于 0.7，具有良好的测量信度。

	 本研究的所有题项在其测量构念上的标准化因子载荷都在 0.01 水平上显著，且大部分的

值均大于 0.4，说明具有良好的聚合效度。同时，本研究利用 MPLUS 8.0 采用逐步合并潜变量

的方式，通过比较不同因子模型的拟合指标来检验潜变量间的区分效度。检验结果如表 1 所示  

四因子的拟合指标表现最佳，说明潜变量之间具有显著的区分效度。

表表 1 模型比较汇总表

模型模型 χ² DF χ²/DF RMSEA CFI TLI SRMR

四因子 381.730 246 1.551 0.034 0.965 0.961 0.043

三因子 388.515 249 1.560 0.035 0.964 0.960 0.043

二因子 1649.895 251 6.573 0.109 0.638 0.602 0.150

一因子 1933.505 252 7.672 0.120 0.564 0.523 0.154

	 相关性分析相关性分析

	 本研究采用 MPLUS 8.0 对问卷收集的数据进行分析，变量之间的相关性检验结果如表 2  

所示，人工智能技术使用（AIA）与愉悦（JOY 、员工开发式创新（EEI 、员工探索式创新 

EXI）均显著相关，且相关系数均小于 0.6，可忽略共线性问题。

表表 2 相关性分析

变量变量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AIA 1

JOY 0.442** 1

EEI 0.309** -0.086 1

EXI 0.278** -0.035 0.758** 1

GENDER 0.038** -0.082 0.08 0.007* 1

AGE 0.011** -0.039 0.042 0.032* 0.061* 1

EL 0.066** -0.071 0.016 -0.077* 0.026* -0.044 1

WE 0.018** -0.024 0.104* 0.042* 0.064* *0.834** 0.097*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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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变量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INDUSTRY 0.088** -0.119* 0.024 -0.082* -0.003* -0.072 0.116* -0.006 1

POSITION 0.029** -0.084 0.051 0.015* 0.075* *0.247** 0.124** -0.254** 0.035 1

DAIT 0.042** -0.063 0.098* 0.108* 0.103* -0.020 0.031 -0.024 0.047 -0.046 1

注：注：*p < 0.05, **p < 0.01, ***p < 0.001, N = 467

AIA = Application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人工智能使用, JOY 愉悦 

EEI = Employees’ Exploitative Innovation 员工开发式创新

EXI = Employees’ Exploratory Innovation 员工探索式创新

GENDER 性别。AGE 年龄。EL = Education Level 最高学历。WE = Work Experience 工作年限。 

INDUSTRY 行业性质。POSITION 职位。

DAIT = Daily AI Usage Time 每日使用人工智能技术的时间。

	 假设检验假设检验

		 主效应检验

	 本文采用了 Bootstrap 方法进行参数标准误的估计及偏差矫正置信区间的计算。本研究执

行了 1000 次 Bootstrap 抽样，以应对可能存在的样本分布偏差和模型复杂性。检验结果如表 3  

所示，表明人工智能技术使用对员工的开发式创新（β = 0.368, p < 0.01）和探索式创新（β = 0.371,  

p < 0.01）的路径系数在多次抽样中均保持显著，且偏差校正后的置信区间未跨过零。因此  

假设 1a 和假设 1b 均得到支持。

表表 3 主效应检验结果

路径路径 标准化系数标准化系数  β 标准误标准误  S.E. t 值值 置信区间置信区间  2.5%-97.5%

AIA→EEI 0.368*** 0.068 5.391 [0.237, 0.497]

AIA→EXI 0.371*** 0.067 5.559 [0.243, 0.497]

注：注：*p < 0.05, **p < 0.01, ***p < 0.001, N = 467

AIA = Application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人工智能使用。

EEI = Employees’ Exploitative Innovation 员工开发式创新。

EXI = Employees’ Exploratory Innovation 员工探索式创新。

	 中介效应检验

	 本研究利用 MPLUS 8.0 软件通过 Bootstrap 方法，通过 2000 次可重复随机抽样估计出间接

效应的无偏置信区间。检验结果如表 5 所示。人工智能技术使用对愉悦情绪的正向作用非常显著 

β = 0.525, p < 0.001 ，假设 2 得到支持。愉悦对员工开发式创新的负向影响显著（β = -0.139,  

表表 2 相关性分析（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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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 0.05 ，假设 3a 得到支持。愉悦对员工探索式创新的负向影响显著（β = -0.155, p < 0.05 ，假设  

3b 得到支持。人工智能技术使用通过愉悦对员工开发式创新的负向影响不显著（β = -0.073, p = 

0.054, 置信区间经过零 ，假设 4a 未得到支持。但是，人工智能技术使用通过愉悦对员工探索式

创新的负向影响显著（β = -0.082, p = 0.041, 置信区间未经过零 ，假设 4b 得到支持。

表表 5 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路径路径 标准化系数标准化系数  β 标准误标准误  S.E. P 值值 置信区间置信区间  2.5%-97.5%

AIA→JOY -0.525*** 0.056 0.000 [0.416 , 0.635]

JOY →EEI -0.139* 0.064 0.031 [-0.265,-0.013]

JOY→EXI  -0.155* 0.069 0.024 [-0.290,-0.020]

AIA→EEI -0.450*** 0.092 0.000 [0.271,0.630]

AIA →EXI -0.455*** 0.093 0.000 [ 0.274,0.637]

AIA→JOY→EEI -0.073 0.038 0.054 [-0.147,0.001]

AIA→JOY→EXI -0.082* 0.041 0.045 [-0.161,-0.002]

注：注：*p < 0.05, **p < 0.01, ***p < 0.001, N = 467. 

AIA = Application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人工智能使用。 JOY 愉悦。 

EEI = Employees’ Exploitative Innovation 员工开发式创新。

EXI = Employees’ Exploratory Innovation 员工探索式创新。

	 本研究中总共提出 7 个假设，经过实证检验，绝大部分假设得到支持，假设 4a 人工智能

通过愉悦对员工开发式创新的负向影响不显著。具体研究假设结论如图 2 所示。

图图 2 研究结果图

注：注：*p < 0.05, **p < 0.01, ***p <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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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讨论

	 员工的双元创新是自下而上实现企业创元创新的最佳路径，尤其是对于资源有限的中小

企业，能够帮助企业适应不断变化的市场需求 (Mom et al., 2019)。人工智能在组织中的广泛应

用改变了员工的工作模式和职业路径 (Ocal & Crowston, 2024)，从不程度上影响着员工的创新

水平。因此，本研究首先探讨了人工智能使用对员工开发式创新与探索式创新的影响，检验结

果表明，人工智能的使用对员工的开发式创新和探索式创新均产生了正向影响。这说明人工智

能的辅助不仅提升了员工在现有知识和技能基础上的创新能力，还促进了他们对新方法、新技

术的探索和突破，从而促进双元创新的实现，进一步验证了 Einola 和 Khoreva (2023) 提出的人

工智能与人类协作能够弥补双方短板，优化决策和执行能力，为企业业提供更高效的创新解决

方案的研究。

	 认知评价理论认为，情绪不仅是员工评价人工智能是否与自身目标相符的结果，还影响

着员工后期的思维模式与行为倾向，但是无法完全解释对创新的影响。情感信息理论正好弥补

了这一不足，提出情绪既是认知的信息源也是认知评价的结果，并且影响着员工的信息处理 

风格，帮助解释不同水平的创新。虽然人工智能的技术局限性会引发隐私安全、不公平等消极

影响，但是人工智能的功能性特征使得员工对人工智能的态度由消极转向乐观 (Noy & Zhang, 

2023)，更多地是将人工智能作为身份拓展的工具。因此本研究结合认知评价理论与情感信息 

理论，将愉悦作为中介变量解释人工智能使用对员工开发式创新与探索式创新的影响机制。检验 

结果表明，人工智能使用通过愉悦对员工开发式创新的负向影响不显著，但对员工探索式创新

的影响显著。这一结论表明，尽管人工智能的使用虽然增强了员工的愉悦体验，但这种轻松的  

自由的情绪状态降低了员工对新知识的探索意愿，以及对不确定性和风险的容忍度，不利于

探索式创新，但对既有知识框架下的开发式创新不影响。一方面，人工智能使用通过愉悦对

员工开发式创新影响不显著，虽然愉悦对开发式创新的直接负向影响显著，但其在人工智能使

用与开发式创新之间的间接效应不显著，表明直接效应起主导作用，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可能

是因为开发式创新侧重于对现有知识、技术和资源的优化和改进，其创新过程通常具有较高的

结构性和确定性，这种相对明确的任务目标和路径使得开发式创新对情绪的依赖较低，因此愉

悦在这个过程的中介作用不显著。这个结果也验证了人工智能本身就能促进开发式创新的结论  

(Lee & Chung, 2024)。另一方面，人工智能使用通过愉悦对员工探索式创新的负向影响显著  

这表明，人工智能使用带来的愉悦感可能让员工过于满足当前的创新成果或过于依赖人工智能

技术带来的便利性，从而减少了对颠覆性创新即探索式创新的追求，该结论也与 Fügener et al. 

(2021) 提出的对人工智能的过度依赖容易抑制创新思维一致。

	 理论上，本文的研究结果不仅拓展了员工双元创新在数字资源背景下的理论，也为人机

协作理论注入了新的内容。此外，本研究将认知评价理论和情感信息理论放到同一个框架下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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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讨论，不仅深化了认知评价理论对情绪反馈机制的解释力，还拓展了认知评价理论在创新领

域的应用。与此同时，也为情感信息理论在双元创新领域的适用性提供新的理论视角，重新审

视了积极情绪（如愉悦）在受到特定情境特征影响下的不同信息处理风格，不仅进一步验证了

情绪对信息加工风格的影响的灵活性（情绪的影响并非固定，而是高度依赖于情境的特定需求   

和适应性（情绪的存在是为了传递有关环境状态的信号，指导信息加工风格）(Isbell et al., 2013)  

还打破了传统理论中将积极情绪局限于正向作用的认知框架，为未来研究探索情绪的多样化功

能提供了新方向。

	 实践上，本研究为企业在智能化转型中如何更有效平衡技术与激发员工创新潜力提供了

重要的理论支持与实践参考。研究表明成功实施人工智能并有效促进员工双元创新的关键在于

企业对员工的技术认知及情绪反应的充分理解，并辅以针对性的职业发展和培训策略，以避免

员工对人工智能的过度算法欣赏而导致的过度依赖，从而抑制员工的创新思维，确保人工智能

与员工角色在组织生态系统的协调发展。

总结总结

	 本文的研究结果揭示了人工智能使用对员工双元创新的不同影响。一方面，人工智能的

使用能够促进员工的开发式创新和探索式创新。但另一方面，员工通过对人工智能技术使用的

积极评估引发的愉悦情绪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员工的探索式创新。因此，企业在推进人工智能

赋能时，需要平衡人工智能带来的情绪体验，避免员工因满足感而过度依赖人工智能，从而减

少探索式创新的驱动力。具体而言，企业可以通过培训和文化塑造，鼓励员工在使用人工智能

辅助的同时，通过设定挑战性目标、鼓励风险试错以及强化反馈机制等方式，让员工保持创新

的紧迫感和探索动力，增强他们对探索式创新的认知价值，以确保人工智能的使用能够成为员

工促进双元创新的增强工具，从而自下而上地实现企业的双元创新，提高企业的竞争优势。

建议建议

	 今后的研究除了探讨员工的愉悦情绪外，还应分析员工在使用人工智能时的其他情绪以

及边界条件，这样才能让企业更加立体、全面的了解员工对新技术使用的认知以及产生的特定

情绪，以预测其创新倾向，从而采取针对性的培训或职业规划，促进组织的长远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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